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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者化”到“对话”：

弗兰克·麦吉尼斯《会有人看顾我》中的身份建构与协商

姜依玲1

（1.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摘 要：以黎巴嫩人质为题材的戏剧《会有人看顾我》是弗兰克·麦吉尼斯的代表作之一。剧中三位西方人质通

过对东方的“他者化”，特别是通过对阿拉伯女性的性别化想象和对阿拉伯世界的暴力化描述，强化自身作为西

方集体身份的优越性。同时，麦吉尼斯还挑战了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探讨了在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不

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复杂性和交织互动，并提出了它们之间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他

通过作品展现了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同时也揭示了这些冲突背后蕴藏的相互理解与共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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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弗兰克·麦吉尼斯（Frank McGuinness）是当代爱尔兰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他的作品广泛涉及
爱尔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以其戏剧作品尤为闻名。他的写作风格融合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和细腻的
情感描绘，常常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和冲突展现主题。他擅长通过展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爱
尔兰的历史和政治。麦吉尼斯曾获得爱尔兰艺术委员会奖、苏格兰皇家话剧奖等多个奖项，是当代爱尔兰
文学的重要人物。

《会有人看顾我》（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是麦吉尼斯最著名的戏剧之一，基于真实事件创
作，讲述了三名西方人，分别是美国人亚当（Adam）、爱尔兰人爱德华（Edward）和英国人迈克尔（Michael），
被恐怖分子绑架并关押在黎巴嫩的故事。三位囚徒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痛苦，还要应对心理上的压迫和精
神上的崩溃。麦吉尼斯通过三位囚徒的多重身份和复杂关系，揭示了文化、宗教与民族间的张力，同时反
映出极端环境中对归属感的渴望。剧中对话不仅展现情感宣泄，还折射出西方与东方间的深刻对立与误解。
然而，通过人物的反思与情感联系，麦吉尼斯展现了跨文化和解的可能性与共通人性。

约瑟夫·伦农（Joseph Lennon）曾梳理了 18世纪至 20世纪上半叶爱尔兰文学作品中对东方的想象性再
现，尤其是“凯尔特人与东方之间叙事联系的发展”[1]5，地理位置上处于西方但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爱尔兰在
某种程度上和东方处于相同的处境。三上弘子（Hiroko Mikami）拓展了这一观点，并将其延伸到《会有人
看顾我》这部剧中进行讨论，他分析了此剧的刻板印象设定，即爱尔兰人与英国人之间典型的敌对关系，
以及美国人可能提供的调解。他认为这种模式使麦吉尼斯能够深入刻板印象形成的底层文化逻辑，以“发现
他们民族特性的真相与神话”[2]98。他们对这部剧的讨论多聚焦于三位西方人质内部的身份矛盾，尤其是英国、
爱尔兰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反映殖民历史和文化矛盾，较少涉及东方在这一叙事中的主动性及其与
西方的互动，以及对剧中失语的角色，即阿拉伯绑匪的探讨较少。海伦·洛杰克（Helen Lojek）触及了对失
语的阿拉伯绑架者的身份讨论，分析了西方人质将阿拉伯绑匪“他者”化的过程[3]131，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灵感。
三位西方人质试图在东方环境中保持自我认同和文化优越感，他们的困境与被作为东方的“他者”所束缚的情
况象征了西方对殖民地的控制与依赖。此剧不但涉及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刻板印象的建构，还包含了以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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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为代表的东方对西方的反抗，以及麦吉尼斯尝试在文本中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努力。
由此，本文拟通过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探讨《会有人看顾我》中的“东方他者”形象，探讨西方如何通过

性别化和暴力化的手段刻画阿拉伯女性以及阿拉伯文化，从而强化对东方的刻板印象。这种通过“他者化”
来重塑身份的过程，展现了西方文化如何通过与东方的对立建立自我认同。随后，麦吉尼斯在此基础上对
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进行了挑战，探讨了在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的动态构建中，东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对
话的可能性。

二、性别化与暴力化的“东方他者”

在《会有人看顾我》中，三位被绑架的西方人质迈克尔、爱德华和亚当，通过对东方女性及阿拉伯文
化的描绘，构建了一个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东方”形象。这种形象不仅强化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二元对
立，还折射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所揭示的关于东方女性与伊
斯兰教的一系列负面刻板印象。在文本中，这些“东方”形象既以性别化的方式体现为对阿拉伯女性的异化与
性幻想，也通过虚构的叙述揭示了对阿拉伯世界的敌意与文化偏见。

爱德华对阿拉伯女性的性幻想生动体现了赛义德所批判的西方对东方女性的性别化想象。在剧中，爱
德华以调侃的语气说道：“我对一个阿拉伯女人有过幻想。她只穿了一件面纱，而我穿了条草裙”[4]100。这一
看似轻描淡写的陈述，实则蕴含了深刻的文化意涵。面纱作为东方女性的典型象征，在爱德华的幻想中被
抽离了其原本的宗教与文化意义，转而成为一种激发男性欲望的性化道具。草裙这一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
意象，则进一步将幻想置于西方对异域他者的文化想象之中，呈现了一个被物化为感官享受对象的东方女
性形象。正如赛义德所言，东方女性往往被描绘为“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5]207，其形象从属于男性的欲望与
视角，而她们的主体声音却始终被压制。

这种性别化的东方女性形象不仅凸显了西方男性凝视下的文化霸权，也暗示了西方文化在建构自身身
份时对“他者”的依赖。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指出，殖
民语境中的他者化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模糊性”的生成。他者被刻画为“异己的熟悉”（the familiar
other），即既是陌生的、威胁的，也是必要的和依附的[6]122。这种模糊性使得东方形象在西方幻想中既被性
化，又被工具化。在这场幻想中，爱德华通过“她很放纵。我喜欢这样”[4]100的评价，将东方女性描述为放荡
和野性，并与西方女性进行了隐性对比。当亚当随即回应“我喜欢美国女孩”[4]100时，文本中无形中构建了一
种文化对照：东方女性是感官的、异域的，甚至是危险的，而西方女性则被隐喻为纯洁、自控和熟悉的。
这种二元对立不仅加深了西方对东方的性别化理解，也为三位人质在极端处境下建构自我身份提供了心理
支撑。他们通过物化东方女性，获得了短暂的优越感和身份确认。此外，这种幻想也反映了三位人质在极
端环境中应对孤独与无助的一种心理机制。爱德华选择幻想阿拉伯女性，并非仅仅是为了调侃或娱乐，其
背后隐藏着一种对现实环境的不满与自我逃避。作为囚徒，他们的身体被禁锢，行动被限制，而幻想成为
他们重新确立自我存在感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女性形象被用作他们情感与心理的投射对象，
她们的“异域性”和“神秘感”满足了他们对自由和掌控感的渴望。

除了将东方女性的形象性别化，三位人质通过想象的电影情节对阿拉伯世界进行描绘，进一步强化了
西方对东方的敌意与文化偏见。这一情节由一位修女在贝鲁特的遭遇展开，她象征着基督教的仁慈与纯洁，
孤身前往战乱中的黎巴嫩，肩负传播信仰与援助孤儿的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她用歌声安抚孩子们的心灵，
展现出一种理想化的西方救世主形象。然而，这位修女最终遭到阿拉伯“敌人”的枪杀，她的吉他也被打碎。
这一虚构的情节将修女的无辜与阿拉伯人的暴力对立起来，通过二者的鲜明反差强化了西方的道德优越感。
在赛义德的理论中，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始终伴随着暴力与不文明的刻板印象，东方被塑造成一个需要拯救
的“问题区域”[5]40。剧中三位人质所构想的修女形象，正是这一传统的延伸：她不仅象征着西方的善良与文
明，更通过她的悲剧遭遇突出了东方的野蛮与残酷。

后殖民主义学者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在《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一文中指出，殖民语境中被支配的“属下”往往被剥夺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他们的形象是由殖民者建构的，缺
乏主体性[7]292。在这部剧中，修女的死亡及其意义完全由三位人质叙述构建，而阿拉伯人的形象则被定格为
暴力与野蛮的符号，这种“替代性的叙述权”正是殖民权力关系的体现。修女被杀害的场景在剧中被详细描述：
“秃鹫盘旋在修女的尸体周围”[4]110，这一细节通过对死亡与血腥的强调，将阿拉伯人非人化，并进一步固化
了西方对东方的暴力认知。

这种刻板印象的构建，与剧中三位人质的身份处境密切相关。作为囚徒，他们的生命与自由掌握在绑
架者手中，这种极端的权力失衡迫使他们试图通过贬低绑架者来重建心理上的力量感和自尊心。修女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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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节正是在这一心理动机下生成的：通过想象阿拉伯世界的野蛮与基督教的高尚对比，他们得以暂时忘
却自己的困境，重新确认作为西方人的身份优越性。然而，这一虚构的情节也暴露了西方叙事的单一性与
偏见。在修女的形象中，东方被描绘为绝对的“他者”，不仅缺乏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可能性，甚至成为一种纯
粹的威胁。这种叙事忽略了东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其简化为暴力与敌意的代名词。正如赛义德所批评
的，“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在这种力量关系下“产生了关于东方的话语”[5]5-6。
剧中的修女故事情节无疑延续了这一传统，同时也成为三位人质身份建构与心理调适的重要媒介。

三、殖民者身份的重建

迈克尔、爱德华和亚当对阿拉伯文化的贬低与敌视，也直接服务于他们在囚禁处境下的身份重建。在
被剥夺自由和尊严的极端环境中，三位人质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角色确认自己的存在。他们转而通过对绑
架者的“他者化”来重新定义自身，强化集体身份。这种身份的构建和确立，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所言，是“在特定权力模式的作用下，通过差异标记和排斥产生的”[8]4。

迈克尔、爱德华和亚当通过语言和想象，将阿拉伯绑匪定义为与自己完全对立的“他者”。当迈克尔询问
爱德华“他们是谁？”时，爱德华简单而笃定地回答：“敌人”[4]105。这一语句不仅表明了三位人质对绑架者身
份的统一看法，也突显了二元对立思维的植入——绑架者被等同于“敌人”，进而成为三位人质建构集体身份
的参照点。在西方的文化框架中，“东方”常常作为“野蛮”“危险”的化身，与“文明”“理性”的西方形成鲜明对
比。迈克尔作为英国人，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谈论绑架者，宣称“他们的无礼让我目瞪口呆”[4]139；而
爱德华作为爱尔兰人，虽然拥有被英国殖民的历史记忆，但在面对东方时，他仍然选择认同西方的文化优
越性。亚当则以美国人的身份，将“阿拉伯人”视为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存在，甚至在玩笑中说“我是美国人，
我是阿拉伯人，我完蛋了”[4]119，以强调两者间无法调和的对立。三位人质在极端环境中的身份建构，凸显
了“西方人”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如何通过“他者化”来重塑自我认同。

由于身处困境，三位人质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因此，他们转而依赖对绑架者的
贬低和污名化，试图在心理上重新确立自身的优越性。这一过程中，阿拉伯绑匪被描绘成没有个性、缺乏
理性的群体，完全被三位西方人质的话语所定义。他们几乎没有独立的声音，而是通过西方人的叙述被简
化为“粗俗”“残忍”“无礼”的象征。这种“他者化”不仅是权力的体现，更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在极端环境下，
三位人质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感受到无力与羞辱。通过将阿拉伯绑匪视为“野蛮人”，他们在内心深处重新构
建了一种虚幻的权力平衡，获得了对自我身份的安慰与肯定。当迈克尔说“如果我们堕落到粗俗的程度，那
就是向他们屈服”[4]113时，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设立界限，通过对绑匪的持续贬低，三位人质在压抑
的环境中获得了片刻的心理慰藉，同时也让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无形中得到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三位人质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
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的集体身份。这一身份建构既体现了权力关系中的差异，也反映了极端环境下对归属
感的渴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集体身份的形成通常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即
一种超越个人实际联系的共同认知结构[9]6。在本剧中，这种“西方人”身份的想象性尤为突出，它不仅建立
在共同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之上，更通过对“他者”的排斥来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在身处异国他乡的困境中，
三人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充满矛盾和张力，但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使他们意识到彼此间更深层次的共同点。
与绑架者的对立，成为他们暂时消除彼此差异、凝聚集体身份的重要契机。尽管爱德华常因爱尔兰的身份
而被英国人迈克尔讥讽，但在面对绑架者时，他依然选择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进行反击。这种身份的模糊
性和多重性，既表明了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复杂性，也体现了麦吉尼斯对身份问题的深刻洞察。剧中人物的
语言和行为，不断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徘徊，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动态本质。

赛义德曾言，“欧洲通过将自己与东方对立，作为一种替代甚至潜意识的自我，获得了力量与身份认
同”[5]3。三位西方人质通过重塑绑架者的形象，间接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话语权。爱德华对绑匪的评价，以及
迈克尔对文明与粗俗的界定，实际上是西方叙事对东方世界的再现与重塑。然而，正是在这一话语权的争
夺中，三位人质也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性。他们的语言虽然试图表现出优越感，但在极端环境下的恐惧与无
助感却始终难以掩饰。这种矛盾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复杂，也为后文讨论麦吉尼斯对传统东西方二元对立
的解构埋下伏笔。

四、跨越对立：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与文化对话

在《会有人看顾我》中，麦吉尼斯巧妙地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与互动，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误读与扭
曲，同时也通过将三位西方人质置于被剥夺自由与尊严的弱势地位，即通过描绘阿拉伯绑匪对三位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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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反向“他者化”过程，展现了麦吉尼斯对这种传统二元对立结构的颠覆和解构。同时，这部戏剧并未止步
于这一层面的反抗，通过三位人质与阿拉伯绑匪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这部作品还展示了东西方之间理解与
和解的可能性。

在本剧中，阿拉伯绑匪与三位西方人质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双方对彼此的“他者化”，即双方将对方看作一
个不可理解、异质且威胁性的存在。阿拉伯绑架者在劫持爱尔兰人爱德华时，完全无视其所代表的爱尔兰
中立身份。美国人亚当曾言：“你是爱尔兰人，来自一个中立国家。他们会放你走的”[4]93。就现实情况而言，
爱尔兰是一个未卷入中东冲突的中立国，按理来说爱尔兰人不应成为绑架的目标。然而，阿拉伯绑架者的
行为却深刻体现了他们对所有西方人的一致看法——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爱尔兰人，他们都是具有
白皮肤和蓝眼睛的“西方人”，在阿拉伯人的眼中，这种身份意味着“他者”，是一个统一的、具有威胁性的群
体。正是这种对“西方”的单一化与抽象化，导致了爱德华的被捕。爱尔兰人虽未直接参与中东的冲突，但他
依然被视作“西方”的代表，因此成为了目标。阿拉伯绑架者的做法表明，西方世界在东方眼中是一个统一且
具有威胁性的“他者”，这种文化上的单一化视角与西方对东方的二元对立是相互呼应的。

另一方面，三位西方人质在剧中也被阿拉伯绑匪抛入身为“他者”的处境中。三位人质被剥夺了行动自由，
身陷险境，无论是身体上的禁锢，还是精神上的折磨，都让他们体验到“他者”的被动身份。亚当的恐惧更为
具体，他痛苦地描述了绑匪可能对他施加的性暴力：“他们要用油涂我的屁股，然后让我死掉。他们会用油
弄死我”[4]168。在这种极度无力和脆弱的境遇下，西方人质与他们所视为“敌人”的阿拉伯绑架者之间的对立
被进一步激化。通过这些描写，剧中展现了被置于“他者”位置的西方人质的痛苦，他们不仅被剥夺了行动自
由，还在极度的非人道环境中面临身份与尊严的完全丧失。无论是在阿拉伯绑匪的眼中，还是在三位西方
人质的眼中，对方都是一个需要被控制、对抗甚至摧毁的“他者”。

通过反向“他者化”三位西方人质，至高无上的西方特权得到挑战，但麦吉尼斯并未止步于此，他通过三
位人质与阿拉伯绑匪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三位人质对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的尝试理解，展示了东西方对
话与和解的潜在可能性。最典型的是三位人质通过阅读《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对伊斯兰教的核心教
义产生了新的理解，这使他们逐渐打破了对阿拉伯文化的刻板印象。赛义德提出，西方知识体系长期以来
通过塑造对东方的“他者”概念，强化了东方文化的异质性与敌对性。这种文化二元性往往以“西方—理性与
进步”与“东方—神秘与倒退”的对立表现出来[5]41。然而，亚当在阅读《古兰经》后，逐步理解了伊斯兰教与
基督教的共通之处，尤其是宽恕与仁爱的理念。他在剧中感慨道：“宽恕我吧，我的兄弟姐妹们，宽恕我把
你们当成敌人。在你们的圣书里，隐藏着力量与和平的道路”[4]120。这一转变表明，尽管三位西方人质身处
困境，他们通过学习与反思，逐渐对阿拉伯文化产生了理解与宽容。因此，“文化认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
在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中不断被重构”[6]123。这种接触与对话的过程打破了文化间的对立与偏见，推动了跨文
化理解的深化。在这种互动中，西方个体的认知不仅可以被重新塑造，甚至可能转变为一种更加包容与多
元的视角，这一视角能够挑战原本对伊斯兰文化的排斥态度。

此外，剧本中的一个重要场景是三位西方人质想象着与阿拉伯人一起庆祝婚礼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
他们不仅设想了与绑架者之间的对话，还想象了一个跨越文化差异、充满欢声笑语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会邀请他们参加派对吗？……想象一下这是一场婚礼……大家唱歌，讲故事。这是全世界共有的场景。
喝一杯吧，如果你愿意，我们不会告诉别人。加入我们吧”[4]137-138。在这一婚礼场景中，东西方不再是对立
的、不可逾越的文化体系，而因共同的人性与价值观走向团结与和解。正如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
在《无用的共同体》（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中所提出的：“共同体并非通过身份的同一性或传统的连
续性来定义，而是通过共享存在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得以构建”[10]25。这一场景通过婚礼这一象征性仪式展
示了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它并不是依赖于文化的完全融合，而是在差异性中建立的理解与联系。此外，在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看来，人类的脆弱性使我们暴露于他人的行动和影响之下，这种暴露性不仅
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建立社会联系和共同体的可能性条件”[11]22。剧中的婚礼设想展现了人类基于脆弱
性和情感的共同性，揭示了冲突中的和平可能性。这一设想表现了剧中人物的转变，他们逐渐理解到，虽
然有着深刻的文化差异，但人类对和平、爱与尊重的追求是共同的。这一场景象征着一种希望，即东西方
之间的文化差异并非无法跨越，反而可以通过对话与理解化解矛盾。

五、结语

通过对《会有人看顾我》中东西方文化对立与对话的分析，本文揭示了弗兰克·麦吉尼斯如何在剧作中
既批判西方“东方主义”对东方的误读与刻板化，同时又通过对话与互动展现了东西方和解的可能性。剧中人
物在面对“他者化”的身份与压迫时，并未止步于反抗与对立，反而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与文化理解，逐渐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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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身的偏见，开始寻求一种跨越文化隔阂的对话模式。在这种对话中，尽管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但
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与人性关怀，东西方的敌意与误解有可能被化解，向和解与团结的方向发展。剧中阿拉
伯绑架者与西方人质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三位人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转变与想象婚礼的场景，象征着一种
理想化的和解愿景。然而，尽管剧中展现了和解的潜力，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当前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深刻文
化与政治冲突。今日世界，尤其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依然是冲突的根源之一。
恐怖主义、移民危机、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依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着深远影响。正如《会有人看顾我》
所展现的那样，东西方之间的敌意并非无法跨越，通过增进对对方文化的理解、打破固有偏见，或许能够
为缓解当前的文化对立和冲突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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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thering” to “Dialogu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in Frank
McGuinness’s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Jiang Yiling1
1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Lebanese hostage crisis,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stands as one of
Frank McGuinness’s most acclaimed works. In the play, three Western hostages reinforce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collective Western identity through the “othering” of the East, particularly by projecting gendered fantasies onto Arab
women and depicting the Arab world through images of violence. At the same time, McGuinness challenges traditional
Western binary modes of thinking by exploring the evolving dynamics of power and identity. He reveals the complexities
and intertwined interaction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while envisioning the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m. Through his portrayal of cultural conflict and collision, McGuinness ultimately uncovers the
potential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existence beneath these t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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